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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策略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改變與創新制度呢？此問題背

後所關注的是行動與結構兩股力量的互動與抗衡，對此，本研究將根據制度興業的理論

觀點，探討行動者 (興業家 )如何運用策略，改變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因此，關注重點

將置放於行動者實踐能動性之策略行動構面，以及其與所處脈絡環境所產生的鑲嵌性，

並以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者位置這兩個構面，解構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條

件，藉此整理文獻發展一個制度策略的整合架構，來解釋行動者 (興業家 )在不同情境

下會如何創新不同的制度與帶動制度改變。

【關鍵字】制度興業、制度策略、鑲嵌性、脈絡、能動性

Abstract

How do strategic actors embody agency to chang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focus i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unterbalance between action and 
structure. Thu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literatur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o 
examine how actors execute agency when engaging with micro-leve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nge or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I examine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nd the embedded environm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I develop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comprising two 
dimensions-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n actor's position within the field-to shed 
light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es.

【Keywords】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al strategy, embeddedness, context,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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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這是一個穩定的時代，也是一個變動的時代。根據制度理論的說法，穩定是必然

存在的力量 (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 Powell, 1983)，制度就像「鐵籠」(Iron 
Cage) 是讓社會行為趨同的引導力量，同時提供詮釋社會行為意義的結構，使得場域

中的組織或個體產生重複行為，亦即不同的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差異性減少，展現同形

化趨向。然而，制度的改變與創新亦是近年來的重要研究議題 (Bush, 1987)，在目前

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多制度改變現象的發生，例如：新技術標準的興起 (Garud, 
Jain, & Kumaraswamy, 2002)、新制度實務的流行 (Green Jr, Li, & Nohtia, 2009)、新組

織形式的出現 (Greenwood & Suddaby, 2006)等。然而，假若真如傳統制度理論的主張，

場域中的個體行為均出現同形模式，那麼制度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因此，當觀察到

制度改變現象時，主要挑戰就是去解釋制度改變的來源。

在制度改變的過程中，我們通常可以觀察到兩股力量的抗衡，其中一個方向是制

度結構對於個體或組織行為的制約與束縛，另外一個方向則是個體或組織展現能動性

企圖衝撞制度結構的挑戰與破壞 (Hung, 2004; Whittington, 2006)。當制度結構的力量

大於個體或組織的能動性，此時社會將展現同形化趨向；相反地，若當個體或組織所

實踐的能動性力量超過制度結構的約束力，此時社會中將發生制度改變的現象，而這

也是本文亟欲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們所仰賴的理論觀點必須同時包含「結構」

(Structure) 與「行動」(Action) 這兩個面向，而制度興業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觀點的提出正好呼應此般需求 (Hardy & Maguire, 2008; Pacheco, York, Dean, & 
Sarasvathy, 2010)。制度興業觀點「表現的是行動者對於有興趣且亟欲改變的制度環

境，具有從事行動的社會能動性，可以援引足夠的資源去創造新的制度或是改變既有

制度」(Maguire, Hardy, & Lawrence, 2004)。亦即本研究將關注重點置放於「行動者」

之「策略行動」構面，因為制度得以被改變或創新，是肇因於行動者 ( 興業家 ) 有能

力且具技巧性地運用資源、實踐策略、改變制度。

從策略構面切入探究制度興業家帶動制度改變的過程是工具性的，關注重點是此

工具能否被行動者有技巧性地且策略性地運用；對此，行動者對場域環境的認知、以

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都是策略行動的重要面向，因此行動者及其策略行動與所處環

境所產生的「鑲嵌性」(Embeddedness) 是本文的核心焦點，而且文獻上關於制度興業

活動相關研究的推展，多數也都是在「脈絡情境」下進行。換句話說，本文的研究問

題即為：「策略行動者 ( 制度興業家 ) 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

改變與創新制度呢？」

本文是一篇理論探討型文章。研究過程在本質上像是寫作的藝術 (Short, 2009)，
研究者本身必須相信自己對理論文獻的掌握度與敏感度。惟研究過程中仍有大致方向

可供遵循。首先是決定研究議題，一個理想的議題是針對該議題，有大量且相關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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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型和實證型文章存在，但先前沒有太多回顧的作品或研究出現，且這是一個重要且

熱門的議題。誠如本研究，制度興業此概念在 DiMaggio (1988) 引入後，文獻數量迅

速增加，過去十多年來，有超過 60 篇的文章與專書章節的發表 (Hardy & Maguire, 
2008)，也先後有期刊以特刊的方式探討相關議題 (Dacin, Goodstein, & Scott, 2002; 
Garud, Hardy, & Maguire, 2007)。其次是建構詳盡的文獻資料庫，從頂尖學術國際期刊

中， 包 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
Organization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 等搜尋相關研究，以及從相關的學術專書

中 (Campbell, 2004; Greenwood, Oliver, Suddaby, & Sahlin, 2008)，試圖建立制度興業的

文獻資料庫。最後是文獻整理成果展現新穎洞見，亦即理論探討型文章絕非既有文獻

的堆疊，研究者應該以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見解，因此最後本研究發展一個「制度興業

策略的整合架構」，來彰顯行動者在創新與改變制度的過程中，其所施展與實踐的制

度興業策略型態將根據脈絡環境而有所不同。

在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中，本研究從兩個構面解構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

條件：一則為「場域的制度化程度」，可區分為「低」( 萌芽場域 ) 與「高」( 成熟場域 )
兩種程度，亦即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新制度是從全新的場域中萌芽出來的，亦或是從既

存場域中被創造出來的；二則為「行動者位置」，可區分為「邊陲位置」與「核心位

置」兩個層次，行動者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影響行動者對於所處場域環境的認知

以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來從事制度興業。本文主張制度興業活動會根據行動者位置

與場域制度化程度的交互作用而有所不同，場域制度化程度會影響行動者是否成為制

度興業家，但行動者也會根據其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而認知到不同的場域條件。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部分陳述：第一部分為導論，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問題以及研

究主張。第二部分為回顧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的相關文獻。第三部分，接續探討制度

興業、制度興業家、制度策略等。第四部分則是吾人透過上述文獻的鋪陳與詳細地文

獻整理，進而提出一個制度興業策略之整合架構，來整理策略行動者為了制度創新與

改變，依情境脈絡所施展的制度策略。第五部分為討論與意涵，以表格方式彙整本文

的論述邏輯。最後、第六部分則是總結研究結論。

貳、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

本文亟欲回答「策略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改變與創

新制度」此問題，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對此問題的背景有所瞭解，特別是行動者要對抗

的制度是什麼，而這也是傳統制度理論討論的範疇。惟傳統制度理論解釋了制度同形

行為，卻也侷限了解釋制度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將從此侷限與矛盾著手，接續點出制

度改變是一個必定會發生的現象，並探討制度改變的程序、形式以及動機，並突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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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點是由內在因素驅動的制度改變。因此，以下將針對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的

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制度理論

當代制度理論的重要起點源自於 Meyer 與 Rowan (1977) 的研究，強調一個整體

架構下之制度環境的重要性，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制度環境強烈地制約了組織與

個體的行為。在他們的研究中，研究對象是被社會大眾認為最有效率的官僚體制，當

初官僚體制的興起是為了回應競爭壓力，然而卻透過複雜的關係網絡，將之滲透、擴

散、進而被大眾視為理所當然 (Taken-for-granted)。繼而，組織無須思考官僚體制是否

適合自己，只要按照社會上慣常接收的型態，亦即官僚組織來組合自己的組織架構即

可獲得正當性，而這就形成所謂的制度迷思 (Institutional Myth) 或合理性迷思

(Rationalized Myth)。換句話說，採行官僚體制的正式結構未必使組織資源的運用更為

有效，卻可因其具有正當性而獲取外界的認可與支持，是故組織無須快速地適應環境

變遷，即使沒有效率也不影響組織的運作與生存 (Meyer & Rowan, 1977)。
接續在 DiMaggio 與 Powell (1983) 的研究中，關心的問題同樣是：當環境複雜度

逐漸提高時，是什麼促使組織如此類似？他們的觀察是，組織之間的社會與經濟關係

以及組織必須仰賴外部資源的支持，是組織同形或順從壓力的源起，因此當理性正式

的官僚體制被大眾視為是一種最有效率的組織架構後，其他組織也會採取相同的組織

型態，但對他們而言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但此刻效率的追求已經存而不論，將透過

強制的 (Coercive)、規範的 (Normative)、或模仿的 (Mimetic) 機制，使得組織形式和實

務作法產生同質性，而這種同質化的過程即為同形。換言之，「制度表現為一種社會

秩序或模式，有其特有的狀態與特質，而這種秩序或模式，像是一種慣例將互動過程

進行標準化，因此制度成了一種社會模式，展現特有的複現過程」(Jepperson, 1991)。
後來，Scott (2001) 延伸自 DiMaggio 與 Powell (1983)，重新提出三個基本結構

(Pillars) 來解析制度，將強制機制轉化為管制性的 (Regulative) 力量、將規範機制轉化

為規範性的 (Normative) 程序、將模仿機制轉化為文化認知的 (Culture-cognitive) 概念。

在管制性的制度力量下，強調的是以法令規範當做治理結構，是一種外在控制機制；

而在規範性的制度力量下，注重的是以道德架構引領社會生活，以一種內在機制影響

行動者；最後，在文化認知的制度力量下，關注的是社會中眾多個體認知到的共同象

徵符號與分享意義 (Berger & Luckman, 1966)，個體經由認知使得自己身處於一個經過

自我制訂 (Enacted) 的環境中 (Weick, 1969)，而個體之間可經由語言系統、法律系統與

貨幣系統、國家疆界等的社會互動與建構，進而形塑對社會的共同意義。這三個基本

結構形塑了一個連續帶，「是從有意識的到無意識的、是從法規上強迫的到被視為理

所當然的」(Hoffman, 1997)，制度有可能是由其中一個結構所主導 (Hoff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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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是這三種結構的組合 (Wicks, 2001)，在社會生活中劃定了界線來界定何者為

正當行為，是行動的導引和資源，同時也是約束與侷限。

在制度學者的研究中，Meyer 與 Rowan (1977) 詮釋為何遵從制度迷思的組織得以

存活下來，其中至為攸關的兩個概念就是「正當性」(Legitimacy) 與「資源」，雖然

他們並未正式地定義何謂正當性，但已預感了正當性可以阻絕組織不效率的外在壓

力。在那之後關於正當性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學者多數使用這個概念卻未給予明確

定義，直到學者 Suchman (1995) 給了正當性一個較為清楚的定義，係指「一種廣泛性

的認知或假設，而這種認知或假設反應出社會群體的特定行為模式，是為構築在一種

以規範、價值、信仰、與定義，所展現的社會建構系統」。在學者 Suchman (1995) 的
定義中指出了兩個基本觀點：一個是制度觀點，強調了建構式的社會信仰如何得以鑲

嵌於系統之中，另一個則是策略觀點，強調正當性是可以被管理與操控的，可以協助

組織達到目的，而這正是興業家之策略行動可以著力之處。至此，確立了正當性是制

度理論中一個相當關鍵的核心概念，正當性並非是針對某些事件進行個別的分析與評

估，而是在社會系統上被概念性地通則化，正當性被主觀地建構，卻是客觀地存在於

社會之中。當某個制度已取得正當性後，若組織或個體行為發生了偏離制度的情況，

可能是違反法令規定、或是不遵從社會規範與違背文化認知，那麼這些組織或個體都

會為他們的偏離行為付出程度不一的成本與代價 (Jepperson, 1991)。
然而，傳統制度理論解釋了制度同形的行為，卻也侷限了解釋「制度改變」的可

能性。因為真實情況是，制度同形的強化力量會在長期且逐步轉變的社會中產生「不

變」與「改變」的矛盾：第一、組織所面對的環境，包括法規面、政治面、或技術面等，

都有可能發生複雜且激烈的改變，使得該制度結構不合時宜 (Farjoun, 2002; Hoffman, 
1999)，削弱了既存制度的力量，並增加了與當前社會的不相容性，進而使得既存制度

發生崩解，甚或是發生強迫被拋棄的可能性 (Maguire & Hardy, 2009)。第二、從文化

角度切入，社會大眾開始質疑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正當性，開始侵蝕並動搖大眾所

信仰的文化價值 (Hudson, 1994)。第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微觀層次的行動者開始

有了偏離的想法與行為，開始想要去改變存在於鉅觀的制度實務，甚至是創造另一種

截然不同的實務作法 (Holm, 1995)。
換言之，根據制度理論的說法，在制度同形的情況下，多數情況是制度與行為維

持著一種鬆散連結 (Loosely Coupled) 的關係，因此上述之緊張關係與矛盾情況都有可

能破壞鬆散連結的關係，改變的想法、期待、與迫切性對相關行為施予壓力，而此壓

力使得制度改變成為可能，於是乎，制度理論在文獻發展上轉向於關注個體與組織如

何有目的性地改變他們所鑲嵌的既存環境 (Dacin et al.,  2002)。



對抗制度的創新：策略行動者的能動性實踐

 

92

二、制度改變

制度改變「就是制度在型態上、本質上或狀態上隨時間發生差異」(Hargrave & 
Van de Ven, 2006)，於是可藉由觀察兩個或含以上時點在各個制度構面 ( 如慣例或規則

等 ) 的特點，藉由評估這些構面的差異，觀察制度是否發生改變。假若差異可以被清

楚地判別出來，而這個改變是新奇的或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這就呈現出制度的創新

與改變。

我們可從不同的取向檢視制度改變。首先，從「程序取向」檢視，可區分為三種

情況：第一種情況為「制度形成」，是為一種新邏輯、新治理架構的產生，或為一個

新興場域的崛起，例如：加拿大愛滋病新興療法的推廣 (Maguire et al., 2004)、美國非

營利消費者權益組織的出現 (Rao, 1998) 等。

第二種情況為「去制度化」，是為既存邏輯或傳統治理架構在功能面、政治面、

與社會面的衰敗與消失 (Oliver, 1992)，功能面的壓力來自於既存制度的績效層面發生

問題，如 DDT 農藥被拋棄的過程 (Maguire & Hardy, 2009)，政治面的壓力來自於權力

與利益結構的轉移，如加拿大亞伯特省健保體系的重建 (Reay & Hinings, 2005)，而社

會面的壓力則是來自於場域中群體的差異性與異質性的存在，使得信仰與實務發生不

一致的現象，如：台灣社會機制圖像中家族主義力量的式微 (Hung & Whittington, 
2011)。

第三種情況為「再制度化」，表現為一種新邏輯、新治理架構取代了既存邏輯或

傳統治理架構 (Scott, 2001)，或為一個成熟場域的轉型，例如：加拿大會計商務領域

的組織形式轉型 (Greenwood, Hinings, & Suddaby, 2002)、法國美食廚藝的轉變 (Rao, 
Monin, & Durand, 2003) 等，一方面啟動了去制度化程序的開始 (Munir & Phillips, 
2005)，另一面也強調行動者必須嘗試在既存制度利益與違反既存制度所必須付出的社

會成本之中取得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Davis、Diekmann 與 Tinsley (1994) 指出「多數研究隱含著制度化

是一個一旦形塑而成，就永為社會所遵從的制度過程」，主張的是行動者獲取正當性

的過程 (Suchman, 1995)。亦即，聚焦於制度改變研究的學者，早期多數將焦點置放於

第一種程序取向的「制度形成」，主要探討一個新制度的建構，以及此新制度在組織

場域中後續的擴散程序。這樣的研究隱含一旦新制度在場域中到位之後是呈現聚合的

收斂作用，而非主張此新制度後續會如何改變。因此，後續研究制度改變的學者開始

關注制度本身歷經制度化的過程 (Institutionalization)，包括：既存制度形式的去制度化、

以及新制度變成既存制度後再度被另一個新制度所取代的再制度化 (Scott, 2001)，「去

制度化」與「再制度化」並非是「制度形成」的相反程序而已，討論的是一個既存制

度是如何被拋棄，一方面行動者必須表明既存邏輯的不適切性，另一方面行動者也要

建構具替代性且可被接受的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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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制度本身的「形式」檢視制度改變，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首先是「工

作實務」，在企業內甚至是工作群體中所執行的工作實務會有所不同，這是最容易被

研究者所接近的，因此文獻上許多學者在不同的範圍下觀察制度實務的改變，例如：

會計 (Greenwood & Suddaby, 2006)、共同基金 (Lounsbury & Crumley, 2007)、企業的社

會責任 (Dejean, Gond, & Leca, 2004) 等。其次是「產業標準」，表現為引導產業演化

的規範、準則或主流設計，標準做為一種制度是因為標準限制了廠商的選擇，例如：

高科技軟體產業 (Garud et al., 2002)、挪威漁業 (Holm, 1995)、美國汽車產業 (Rao, 
1994) 等。最後是「法規政策」，強調的是在政府層次上相關法規政策的研究，例如：

政府對連鎖商店營運模式的管控 (Ingram & Rao, 2004)、國家環保政策 (Child, Lu, & 
Tsai, 2007)、全球環保政策 (Wijen & Ansari, 2007) 等。

再者，從「動機取向」檢視制度改變，主要可歸因於外在 (Exogenous) 因素與內

在 (Endogenous) 因素。當場域系統所涵蓋的範圍越狹窄時，則越有可能從是從外在因

素來帶動改變，例如：Barley (1986) 研究 1980 年代醫院導入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對組織

的衝擊與改變，此時分析單位聚焦在微觀的個體層次，而新技術的導入則被認為是帶

動改變的外在因素；而文獻上所辨識出的其他可能外在因素，則包括因為某個危機或

衝擊事件 (Kraatz & Zajac, 1996; Hoffman, 1999; Ahmadjian & Robinson, 2001)、某個法

規的調整或改變 (Hillman & Hitt, 1999)、或是某項技術的創新與不連續性 (Anderson & 
Tushman, 1990; Munir, 2005) 等，此時的研究並非聚焦於制度改變軌跡中行動者的角

色，他們歸因制度改變是來自於均衡場域外之外在因素使然，這些外在事件的發生促

成了新的成員進入原本的組織場域中，帶進了新的想法，甚至是主張支持新的替代性

作法，進而大大地促成制度改變的可能性 (Thornton & Ocasio, 1999; Thornton, 2002)。
而當制度學者將分析單位置放於中間層次 (Meso-level，如組織層次 ) 或鉅觀層次

(Macro-level，如場域層次 ) 時，則越有可能從內在因素來解釋制度改變。而這可從下

列兩項特點來解釋：第一、如果我們承認在現代抽象的社會結構中，存有彼此互動、

部分重疊、或競相爭取擁護力量的異質、多元制度系統時，誠如 Friedland 與 Alford 
(1991)指出親屬關係系統與資本市場中的工作效率安排，在實際上是互為作用且重疊，

但本質上則是相互衝突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後續的研究中，Hung 與 Whittington (2011)
指出策略行動者基於內在改變因素的驅動，由制度策略行動來突破台灣原本固有以家

族主義為重的社會機制，來發展專業主義的創新過程。第二、因為納入了行動者的角

色與作為，制度改變肇始於微觀層次之個體所懷具的經驗、想法與行動，開始與鑲嵌

於鉅觀層次之制度，產生差距與不一致，行動者不再將既存制度是為理所當然，開始

思索與反省改變的可能性，而這就是由內生因素所驅動的改變 (Greenwood & Hinings, 
1996; Scott, Ruef, Mendel, & Caronna, 2000)，而這些微觀層次的調整、修訂、改善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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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毀壞既存制度的基石。

參、制度興業與制度策略

從內在因素切入解釋制度改變是可行的，文獻上發展出「制度興業」觀點，從行

動者所懷具的社會能動性，以及他們得以運用的資源、實踐的策略，來解釋制度改變

的源由與現象。因此，以下將針對制度興業、制度興業家、以及制度策略的相關文獻

進行探討。

一、制度興業

「制度興業」觀點首被 DiMaggio (1988) 所提出，引入行動者的能動性到制度分

析的文章中，闡述「制度改變發生在當行動者 ( 制度興業家 ) 具有足夠資源，並且看

到場域中的機會，進而去實踐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目的與利益」。在理論上結合了原本

被視為是對立觀點的社會結構與個人行動，認為即使處於某種制度結構的限制下，個

體或組織仍有策略選擇的空間，個體或組織具有社會能動性，得以主動地形塑所處環

境，進而使得社會制度確實有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存在於穩定持久的「制

度」與有所不同的「改變」兩者間的矛盾，制度興業觀點提供了理論方向的「解答」(Seo 
& Creed, 2002)。

在制度興業的文獻發展軌跡中，主要可切分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 (Hardy & 
Maguire, 2008)：第一、是以行動者為核心 (Actor-centric) 進行探討，強調制度興業家

本身的特質、角色與行動，發展邏輯首先是行動者具有反思自省的能力 (Seo & Creed, 
2002)，能夠判斷場域中存在的問題或是可能可以改變的機會 (Beckert, 1999)，並擁有

較為優異的社會技能來實踐策略行動，藉以獲取利益或達到目的 (Fligstein, 1997, 
2001)。第二、是從程序取向 (Process-centric) 出發，著墨於制度興業精神在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強調過程中不同成員間互動時可能發生

的衝突與緊張，並且可以觀察到過程中資源、意義與想法的遞移軌跡，甚至是針對新

制度作法之論述主張的轉變 (Zilber, 2006; Green Jr et al., 2009)。
以行動者為核心是目前制度興業研究中的主流。然而，若過於強調行動者的能動

性與自主性，其研究邏輯隱含的假設為，行動者是理性的、制度興業過程是線性的，

誠如 Meyer (1996) 所言：「這類行動者通常具有事先設定的目標、清楚的範疇、明確

的技術、統一的指揮權、明確的內部控制系統、而且有明確的資源可以使用」，行動

者似乎不須具備因地制宜的行動技巧。這樣的假設邏輯將會忽略制度環境中的限制可

能對行動者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而這正是制度理論的核心所在，此批判使得制度興業

家可能被描述為一種特殊的族群，是過於理性和脫離現實的行動者，因此將落入英雄

式解釋的疑慮 (Mey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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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般簡化的思維忽略了 1990年代以來學者在制度興業研究上的努力，事實上，

制度興業蘊含的精神應該使得我們可以去解釋行動者的能動性程度 (Actors' Degrees of 
Agency)，而此程度的展現則是與行動者所處環境息息相關。因此，Hardy 與 Maguire 
(2008)主張若能從程序取向探討制度化過程，研究者則可從較為中立、且動態的角度，

觀察行動者本身的行為、行動者與其他群體間的互動、群體與環境之間、以及場域環

境本身的變動與演化 (Holm, 1995; Hung & Whittington, 1997; Hung, 2004)。而這也更

加強化了鑲嵌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將奠基於脈絡環境之下，將脈絡環境進行解構，

進而解釋制度興業家在不同情境下會如何創新與改變制度。

二、制度興業家

立基於 DiMaggio (1988) 的制度興業觀點中，行動者就是所謂的制度興業家，他

們對於有興趣且亟欲改變的制度環境，具有實踐行動能動性的決心，是改變制度的重

要角色；而且「制度興業家是一種在分析上可被識別的社會族群，他們對於既存的制

度實務具有省思檢視的能力，並且能夠預視替代性的方案與作法」(Beckert, 1999)。
然而，並非所有的行動者均為制度興業家，在本研究的觀點中，行動者必須符合

二個條件才能被視為是制度興業家：第一、確實開啟了一個不同的改變或提出一個有

別於既存制度的替代性方案，第二、主動地參與推動改變的過程，因此，制度興業家

這個角色亦可換稱為「場域形塑者」(Field Makers)、「規範形塑者」(Rule Makers)、「策

略性行動者」(Strategic Actors)、或是「制度設計者」(Institutional Designer) 等 (Child 
et al., 2007; Hoffman, 1999; Scott, 2001)。

三、制度策略 ( 註 1) 
制度興業活動的發生並不是注定的，而是行動者施展策略行動所帶動的，策略行

動可視為是居中的斡旋機制，連結了既存制度所產生的鑲嵌性、制度衝突與制度改

變。策略行動是具體實踐制度興業精神的作為，Fligstein (1997) 定義「行動係指擁有

社會技能的制度興業家，能將欲實踐的利益與目標轉化為一種制度性安排，進而誘發

新組織場域成形的作為結果」，可能的作法有：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設框行動

(Framing Action)、匯聚眾人 (Aggregating Interests) 以及連結外部人士 (Networking to 
Outlier) 等。

因此，制度興業家的策略行動展現的是組織行動的某種模式，而這種行動模式關

注的是制度、場域的形成與轉型，以及關心那些掌控制度或場域結構的規則與標準，

註 1 在本文中，我們將「制度策略」與「制度興業策略」當做同一個名詞，所代表的都是興業家如

何運用或選擇策略，從事制度改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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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同於文獻中所指稱的「制度策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 (Lawrence, 1999)。不

同於產業組織文獻中的競爭策略 (Porter, 1980)，制度策略具有社會外部性特質，得以

形塑新制度實務在場域中的正當性，去改變原有制度環境中的結構要素，讓新制度能

在場域中萌生、成形與擴散，進而進入正當性程序。

除了以制度策略指涉行動者從事改變制度所執行的一連串策略行動之外，文獻上

也有學者以「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 意指類似的概念，係指「個體與組織有目

的性的行動，而此目的是為了創造、維繫與破壞制度」(Lawrence & Suddaby, 2006)，
制度工作概念的發展除了援引制度興業中行動者展現社會能動性的觀點之外

(DiMaggio, 1988)，另一個引入的重要觀點則是來自於社會學中的「實踐」理論

(Bourdieu, 1990; Giddens, 1984)，其理論內涵強調的是「行動」與「執行」的日常互動，

而非那些完美無瑕的藍圖與法則。而此意味著行動者將依循當下主客觀的環境條件、

利益考量與特殊性等因素來行事，行動者必須具備順勢而為、因時制宜或隨機應變的

策略能力。

肆、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

基於上述論及之制度興業的相關概念，包括制度興業家與制度策略，以下將更進

一步細膩地根據行動者所處環境的脈絡情境，來觀察行動者如何實踐策略行動。本文

將行動者所處的脈絡情境區分為二種不同的起始條件，一則從場域的制度化程度來觀

察，二則從行動者位置來探討，進而提出本文之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

一、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之一：場域的制度化程度

組織場域之制度化程度被辨識為是影響行動者能動性的起始條件之一 (Tolbert & 
Zucker, 1996)，因此也會影響到後續制度興業活動的發生。而場域的制度化程度約莫

可被區分為「高」與「低」兩種程度，然而，文獻上，對於制度興業活動較易從高制

度化的組織場域、亦或是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發生，是有所爭論的。諸如 DiMaggio 
(1988) 與 Fligstein (1997) 認為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亦即萌芽場域能夠提供給行動者

較多的機會，因為此時的場域環境中沒有既存的制度結構，而 Phillips 與 Lawrence 
(2000) 同樣也主張未結構化的脈絡環境供予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較高機會，因此，文

獻上多數的實徵研究是在萌芽的組織場域中進行 (Dejean et al., 2004; Garud et al., 2002; 
Lawrence, 1999; Lawrence & Phillips, 2004; Maguire et al., 2004; Rao, 1994, 1998)。然而，

制度興業活動卻非絕對是從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開始，Beckert (1999) 認為亟欲帶動改

變的行動者也會從高制度化的組織場域中，亦即成熟場域中施展策略行動，因為制度

帶來了侷限，而 Dorado (2005) 也持相同的看法，因此實徵的相關研究有逐步進展

(Greenwood et al., 2002;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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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實證上該如何判斷場域制度化程度的高低呢？讓我們從「組織場域」的定義著

手，文獻上有兩個廣為引用的定義：第一、DiMaggio 與 Powell (1983) 定義組織場域，

「涵括了關鍵供應者、資源與產品的消費者、頒訂法規的行動者、以及生產類似服務

或產品的其他組織，這些不同的組織會共同地聚集起來構築一個可被識別的制度生

活，彼此之間分享著共同的社會意義系統」。第二、Scott (1994) 定義「組織場域隱含

某個組織社群的存在，而此社群有一個共同的意義系統，而且相較於社群中參與者與

場域外的成員之間，社群中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互動密切」。

第一個定義聚焦於場域的「結構」概念，認為在場域中可以觀察到一個可被識別

的制度生活，正如 Suchman (1995) 對正當性 (Legitimacy) 的解釋，這種可被識別的制

度生活是奠基在認知的基礎上，是經過長期且逐步的制度化過程後，導致此制度被大

眾廣泛且內隱地接受。第二個定義則是聚焦於「關係」概念，強調場域內成員之間的

互動程度會高於場域內成員與場域外成員的互動頻率。

準此，在組織場域中，可否觀察到「具有認知正當性的制度結構」以及「場域內

外成員的互動方式」這兩項觀察對象，可做為我們辨識場域制度化之相對程度的考量

因素。換句話說，高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的第一個特質是，存有高度認知正當性的既存

制度結構，此時穩定的架構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存而不論了；第二個特質是場域

內參與者構成一個可被識別的社群，社群內成員彼此互動密切，且成員間有其特有的

結構權力關係。相對地，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的第一個特質是，沒有一個穩固的制度

結構存在，在認知層次上無法獲得正當性，此時場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第二個特

質是缺乏可被清楚辨識的社群存在。

二、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之二：行動者位置

行動者位置是行動者關係與其所鑲嵌之場域環境的居中斡旋空間 (Emirbay & 
Mische, 1998)，社會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影響行動者對於所處場域環境的認知

(Dorado, 2005) 以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 (Lawrence, 1999) 來從事制度興業活動。行動

者位置約略可區分為身處場域環境的「邊陲位置」(Peripheral Actors) 與「核心位置」

(Central Actors) 兩個層次。

文獻上的多數研究認為位處邊陲的行動者較有可能成為制度興業家 (Garud et al., 
2002; Haveman & Rao, 1997; Hirsch, 1986; Kraatz & Zajac, 1996; Leblebici, Salancik, 
Copay, & King, 1991; Rao, Morrill, & Zald, 2000)，因為從邏輯推演上來說，由於邊陲行

動者較少鑲嵌在當下的制度場域中，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因為較少意識到制度性期待

(Davis, 1991)，或是與場域層次的管理實務大多處於弱連結的關係 (Zucker, 1988)，或

是並無過大壓力必須服從既存制度 ( 因為通常情況是既存之核心成員是既得利益者可

獲取所需資源，但位處邊陲之其他成員則否 )，因此，由邊陲行動者所發動的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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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自然的，邊陲行動者較有動機與機會去進行改變，是改變與創新制度的潛在行動

者。

話雖如此，由邊陲行動者所發動的制度改變卻不是絕對的，文獻上亦有學者持不

同意見及其相關研究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Greenwood et al., 2002; Sherer & 
Lee, 2002; Zilber, 2002)。相較邊陲行動者而言，核心行動者通常在既存場域中擁有較

為完整的訊息、高度社會化、較有優勢，因此與既有場域環境具有高度鑲嵌性、進而

是抗拒改變的；然而，可能因為某種緣故，或為功能性壓力、或為經濟壓力、但也有

可能是政治壓力或社會壓力，使得核心行動者必須突破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成

為帶動改變的起頭者。

惟實證上該如何界定行動者在場域中是處於核心位置或邊陲位置呢？讓我們從觀

察行動者本身的特質出發，假若某些團體、族群或組織擁有豐富資源，且通常是地位

穩固且享有聲望的，因為通常可從既存制度中獲利，因此傾向於支持既存制度並維持

現狀，具有這些特質的我們將之稱為核心行動者，反之則將之稱為邊陲行動者。

三、行動者位置與場域特性

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是從場域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行動者位置何處

開始沒有定論之外，這二個面向彼此之間亦會產生交互作用，場域制度化程度會影響

行動者是否成為制度興業家，但行動者也會根據其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而認知到不同

的場域條件。據此，本文主張制度興業活動會根據行動者位置與場域制度化程度的交

互作用而有所不同，因此行動者所施展的制度興業策略型態亦有所不同。

對此，本文以一個 2*2 的分類矩陣 ( 請見圖 1)，橫軸為場域制度化程度，分為萌

芽場域 ( 低制度化 ) 與成熟場域 ( 高制度化 ) 兩個情況，縱軸為行動者位置，分為邊陲

位置與核心位置，並在以下依四種情境進行制度興業策略之脈絡性回顧。

圖 1  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性架構

情境一 情境三

情境二 情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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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萌芽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在萌芽場域中，其環境特色是沒有領導組織可供模仿，也無清楚的規則與慣例存

在，雖然有人嘗試辨識出某種程度的利益，卻少有共識行動來推動具體的落實 (Hardy, 
1994)。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之下，對於邊陲行動者而言，雖然較既得利益者有更強烈的

改變動機與施展能動性的空間，卻是具有「新之不利」(Liability of Newness) 的本質

(Stinchcombe, 1965)，邊陲行動者通常是年輕的組織，並不具備豐富的資源，因此通常

會面臨資源不足的窘境，缺乏對環境的影響力，故在此情境下，邊陲行動者實踐策略

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從資源匱乏的環境中成就自己的目標。

在制度興業的文獻軌跡中，學者 Lounsbury、Ventresca 與 Hirsch (2003) 研究美國

資源回收產業的興起，回收運動的發起團體是屬於邊陲行動者，而資源回收產業原本

也是一個不存在的場域，但為了鼓吹社會大眾重視環保議題，因此發起團體以「垃圾

減量、拯救地球」為呼籲口號，但是這種負面表列的宣揚方式並未引起大眾注意，因

此發起團體則改以「垃圾回收、創造利潤」的口號，以正面利得的方式來改變大眾認

知，讓大眾知道原來回收也是有利可圖的，這才創造了美國資源回收產業。

美國資源回收產業的案例正好呼應到，基於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 基礎

(Berger & Luckman, 1966) 所形塑之制度產生，行動者藉由文字或言語的論述來直接彰

顯他們所要推行的新實務意義，透過策略性地設立一個理解框架，給予未知的社會大

眾一種說法，來強化或說服他人一同遵從或接受他們所要推行的新實務作法，進而建

構認知正當性來取得推動制度改變所需的資源 (Snow, Rochford Jr, Worden, & Benford, 
1986; Benford & Snow, 2000; Green Jr, 2004; Suddaby & Greenwood, 2005)。類似作法有：

修辭策略 (Rhetoric Strategy) (Green Jr et al., 2009)、說一個動聽的故事 (Story-telling) 
(Zilber, 2007; Lounsbury & Glynn, 2001)、議程設定 (Agenda-setting)、路徑藍圖 (Road-
mapping)、以及積極推廣解釋邏輯 (Conventionalizing Accounts) (McInerney, 2008) 等。

另外，處於萌芽場域、由邊陲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為丹麥的風力發電產

業，最早在 1950 年代是農夫以廢棄的農具木材發明風車，而後在 1970 年代石油危機

時，木匠以木材等現有材料製作風車販售，並吸引包括機械領域與工程領域等的不同

領域的人紛紛投入專業知識進行改良，並在 1980 年代已有十家公司在生產風力發電

機，這些公司並未大量投資在研發，而是藉由使用過程中與不同領域的人相互學習來

進行改良 (Garud & Karnøe, 2003)。
丹麥風力發電產業此案例中，所展現的制度策略是一種稱為「Bricolage」的作法

(Levi-Strauss, 1967)，在此個人將之解譯為「湊組策略」，意義上係指「行動者可就手

邊既有資源進行重新組合，並將之用來解決新的問題與發掘可行機會」( 註 2) (Baker 

註 2 原文為“Bricolage as making do by applying combinations of the resources at hand to new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Baker & Nels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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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 2005)。基本上行動者面對的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行動者通常僅能就

手邊握有的資源進行拼湊、重組與再利用，或者對於既存之社會資源具有即興取用與

創意組合的能力，藉以重新配置環境中的結構與制度 (Clemens & Cook, 1999)。然而，

在湊組策略中，資源的存在具有客觀面與主觀面的差別，所謂客觀面係指實體存在的

設備、人員等，而所謂的主觀面則是從社會建構觀點來闡述，亦即資源其實並非客觀

地存在環境之中，端視行動者本身是否意識到該資源的存在，並察覺到此資源是重要

的，而且具備吸納該資源的能力，因此即使兩個擁有類似資源的行動者，結果也可能

有很大的差異。

情境二：萌芽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同樣在萌芽場域中，依然面對的環境特色是無清楚的規則與慣例存在，但對核心

行動者來說，因為其已在另外的環境中累積豐富的資源，因此核心行動者能否改變制

度並不取決於資源的豐富度，反而是核心行動者能否克服老化的風險 (Liability of 
Aging) (Carroll, 1987)，面臨的是類似於創新兩難的困境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核心行動者受限於過往分配資源的慣習、或是囿於既存制度的侷限，反而難以帶動制

度改變。故在此情境下，核心行動者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突破既有窠臼，來

成就自己的目標。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 Maguire 與 Hardy (2006) 的研究切入，聯合

國此國際組織是由全世界的主權國家所組成，因此在全球事務的推動與協調上向來扮

演核心角色，除了維持世界和平與維護基本人權之外，聯合國也開始致力於推動環保

這個新興萌芽議題，為了促使世界各國願意共同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聯合國從論述策略 (Discursive Strategy) 切入，強調事前預防重於事後整

治，並形塑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的責任，藉由認知的建構與氛圍的形塑，促使世界各

國願意共同簽署公約，針對十二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進行規範與管制，這是一個從論

述策略出發，藉由法規壓力促成制度改變的過程。

在世界各國共同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案例中，由於環保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聯合國難以憑藉一己之力、單獨地執行環保工作，因此在策略作為方面說服性主張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凝聚場域中分散各處的意見，此策略行動在理論觀點上呼

應 Snow 與 Benford (1992) 所言：「制度興業家能夠形塑正當性、能夠動員人力物力

等資源，其前提是只有當制度興業家能夠描繪新制度實務的推展具有正直正義的目

的，並且診斷為何要大眾接受新制度實務的理由，解決改變過程中的抱怨，提供解決

方案，如此才可能動員群體的力量一起帶動制度改變」( 註 3) 。

註 3 原文為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can mobilize legitimacy, finances, and personnel only when they 
are able to frame the grievances and interests of aggrieved constituencies, diagnose causes, assign 
blames, provide solutions, and enable collective attribution processes to operate." (Snow & Benford, 
1992)



臺大管理論叢 第22 卷第2期

101

另外，處於萌芽場域、但由核心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為美國昇陽公司 (Sun)
推動爪哇 (Java) 技術成為共同技術標準 (Garud et al., 2002)。話說昇陽雖為開放原始碼

之領導廠商，惟面對微軟此一強力競爭者，昇陽難以憑藉一己之力對抗微軟，因此當

時昇陽的策略行動是動員其他人、說服大家一同支持爪哇技術，因此爪哇技術在眾人

的支持下開始萌芽與成形。也就是說，行動者的策略行動可藉由聚集不同的利害關係

人 ( 可能包括競爭者 )，形成聯盟或團體進行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 (Maguire et 
al., 2004)。

只是當爪哇技術開始要進入擴散階段後，雖然有許多成員陸續加入爪哇聯盟，但

由於各個成員可能有自己的策略以及私利，慢慢地開始不遵守聯盟的規範，甚至在聯

盟中舉起反對旗幟，這都有可能造成聯盟的瓦解，因此當時的昇陽藉由一些政治手段

來維繫聯盟的運作，但此時的控制力量又是一種兩難的矛盾，對於昇陽來說與競爭者

合作之間之競合矛盾的拿捏變得重要，因為若過於寬鬆會導致標準瓦解或失去控制

權，若過於緊控又會抑制技術創意與新興標準的出現。

情境三：成熟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在成熟場域中，其環境特色是可以觀察與感受到一個穩定之結構力量的存在，而

且場域內既存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密切。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下，對於邊陲行動者

而言，雖然較既得利益者有更強烈的改變動機，但他們是屬於缺乏影響力的個體或組

織，力量薄弱，而且在組織存續的風險考量上同樣具有新之不利的本質。故在此情境

下，邊陲行動者難以孤軍奮戰，其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藉由社會關係連結到

其他場域中有影響力的成員，動員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同伴，彼此之間進行合作與聯

盟，來增加此時邊陲行動者本身的正當性 (Fligstein & Mara-Drita, 1996)，亦即邊陲行

動者扮演領導的角色，並且為成員間的合作打造一個群體形象去對抗既存成熟場域環

境中的限制。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美國的廣播電視產業來觀察。在當時美國的

廣播電視已有既存的技術與標準，惟同時期的日本已經開始發展高畫質電視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HDTV) 的技術，因此有美國業者 ( 但非原本的核心廠商 ) 欲從日

本引進 HDTV 技術進入美國，卻因為 FCC 對於釋放頻譜有所疑慮，以及在不確定市

場接受度之下，相關廠商要更換設備、更新技術、製作新的節目內容所付出的轉換成

本過高之故，使得 HDTV 的技術在 1980 年代的美國發展的並不好。對此，美國業者

開始逐步對一些協會施予力量，而後遂由美國全國廣播業者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ing; NAB) 暨美國電子協會 (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AEA) 以輿

論的力量，搭配國家競爭力的言論來向政府建言，說道倘若美國放棄 HDTV 接收器

的生產，未來美國將失去 50% 的全球半導體市場 (Dowell, Swaminathan, & Wad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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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廣播電視產業的案例中，行動者要動員場域內的其他成員成為「志同道

合」夥伴，以協會的方式發揮「眾志成城」團結力量大的效果，表現為一種「群體性

制度興業」(Collectiv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的形式 (Wijen & Ansari, 2007)。此

種策略作法意味著成員間應該具有一致的方向與目標，進而仰賴場域中不同參與者的

互動與合作，在互動過程中彼此間交換訊息與資源。行動者要維繫志同道合、眾志成

城的團結形式，並管理成員間的互動合作關係，是需要努力的、需要獨特的政治手腕

與社會技能 (Fligstein, 2001; Perkmann & Spicer, 2007)。
另外，處於成熟場域、但由邊陲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有二：第一、法國評

等機構 ARESE 在金融市場中引進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的過程。原先的金融市場相當仰

賴由量化指標構成的評估系統，但是當 ARESE 欲引入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時，尤其此

基金特別挑選那些著重在環保與綠能的企業，環保與綠能的相關活動不見得與企業原

本的核心商業活動有所關連，從財務報表上也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績效，因

此社會大眾對此基金感受到相當的陌生感與不確定性。因此，ARESE 的策略行動就

是服膺社會大眾對評估系統的依賴性，另外建構一個名為「企業社會績效評估系統」，

因為指標的建立意味著針對相關概念給予定義、可以進行客觀面的衡量、可被標準化、

以及可進行相互比較等特性，因此 ARESE 可藉由此系統在指標方面的設計，來符合

基金管理者的實務認知與慣例，也透過企業社會績效評估系統在場域中獲取系統性權

力 (Dejean et al., 2004)。
第二、在愛迪生推展電力照明系統的故事中，我們發現愛迪生並非以劇烈式的創

新改變來取代煤氣照明，因為既存體系勢必抗拒愛迪生的發明與創新，愛迪生反而是

藉由模仿煤氣照明的特性，以電力站方式集中產生電力，再配送至用戶端；在照明亮

度方面，初步決定發展亮度為 12 瓦特的燈泡，雖然愛迪生有能力發展 2~3 倍的亮度；

在電力配送方面，雖然知道裸露的銅線會洩漏電力並燃燒電路，仍決定採取與煤氣照

明傳輸一樣的地下化鋪設；甚至在計價方式上亦模仿煤氣照明公司，以電表來告知消

費者應支付多少電費，並讓早期響應的客戶免費使用六個月的照明電費，以既有的大

眾認知與使用習慣來推廣燈泡。畢竟，既存煤氣照明的框架與內涵塑造了消費者、主

政者、甚至投資者的思維邏輯，因此儘管愛迪生腦中有其構築的未來藍圖，仍以目的

性進行全盤考量，決定犧牲某些創新特質來迎合既存的大眾認知與現有體制 (Hargadon 
& Douglas, 2001)。

從法國評等機構 ARESE 在金融市場中引進社會責任投資基金，以及愛迪生推廣

電力系統的兩個案例中，我們可觀察到當邊陲行動者要在一個成熟場域中催生一個新

制度時，他們可採用所謂漸進取代的方式來推展新制度。因為新制度缺乏正當性，因

此邊陲行動者盡量避免過於躁進，過於躁進的結果可能導致場域中其他成員的害怕與

抗拒，因此必須克服的問題是，降低社會大眾對新實務作法的疑慮，以一句諺語「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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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裝新酒」來形容，制度興業家所執行的制度策略必須在新與舊之間創造足夠的折衝

空間，藉由服膺其他成員對既存制度的認知來吸引新夥伴的支持，動員追隨者與擁護

者，逐步提高新制度實務在既存環境中的正當性，並獲得所需資源 (Aldrich & Fiol, 
1994; Zimmerman & Zeitz, 2002)。

情境四：成熟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同樣在成熟場域中，依然面對的環境特色是有一個穩定之結構力量的存在，而且

場域內既存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密切。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下，對於成熟行動者而

言，其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 (Seo & Creed, 2002)。資源豐富

的核心行動者，通常是既存成熟場域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通常無法預視具有潛

力的替代方案，或是能夠預視卻迫為必須順從目前的社會規範與制度實務。因此，對

於核心行動者而言，當意識到舊制度的侷限與缺憾時，加上本身對於既存環境的反省

與檢視，這樣的驅動力將是經由內生動機所驅使並帶動制度改變的源起，亦即，核心

行動者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突破既有窠臼來帶動制度改變。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法國廚藝文化的轉變來觀察。1960 年代之

前，法國廚藝文化是所謂的傳統法國料理，其特色是菜單冗長 ( 因此備料必須齊全導

致菜色不新鮮 )、強調餐盤外的儀式、用餐時間長等，因此在 1960 年代末期，擁有米

其林指南授與星星榮譽的菁英主廚，受到當時訴求自由平等理念的學生運動的影響，

他們開始有了不同的主張，具體的策略行動就是從外引入許多其他國家的料理方式，

如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等，促成法國廚藝逐漸轉變為所謂的新派料理法，講求創意、

新鮮與清淡 (Rao et al., 2003)。
在法國廚藝文化改革的案例中，揭示的具體作法就是，核心行動者可從場域外的

範疇，搜尋不同資源與爭取認同，將之引入或是移轉來帶動制度改變。場域範疇外的

成員可以是不同位置的組織，如：政府、國內外學校、甚或是全球市場中的國際企業

等，這些成員對於核心行動者來說是場域外的「Outliers」，是脫離 (Dis-embedded) 既
存場域的異類。用植物的異花授粉 (Cross-pollination) 來比擬 (Hargadon & Sutton, 
1997)，這些異類的想法、資源與實務作法等，都讓行動者有機會探尋更多元化的機

會與管道，延伸組織在全球網絡中的位置，透過這些機會與管道，核心行動者可以有

效克服限制，是一種範疇橋接的概念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另外，處於成熟場域、但由核心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是加拿大亞伯特省健

康照護系統的改革。在加拿大的聯邦政府架構下，從 1957 年以來，是由轄下的各省

政府全權掌管公共健康保險，然於 1980 年代感受到醫療成本成長的壓力，於是開始

控制保險計畫的擴張與進行預算的限制，其中亞伯特省的政府為了進行健康照護的改

革，將原本以醫生為主之醫療專業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的場域制度結構，藉由在

1994 年頒佈的區域健康管理局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RHA) 法案，在場域中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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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新類型的成員－區域健康管理局，來改變場域的結構以及資源分配的方式，將

全省 90% 的醫療資源透過區域健康管理局再分配至地區的醫療機構，此時政府主導將

新場域的制度結構轉變為以類商業的健康照護 (Business-like Health Care) 為主，在區

域健康管理局中降低醫生參與決策的比例，改由延攬具商業思維的管理者，進行有效

醫療與資源效率運用的改革 (Reay & Hinings, 2005)。
從加拿大亞伯特省健康照護系統改革的案例中，當核心行動者是政府的話，政府

通常可以運用權力 (Power) 來促使改變，此時權力展現為能動性的運用空間，在權力

手段上可以是法令的頒佈、主張與執行，而且權力手段的施展則必須貫徹在整個制度

改變的過程。

伍、討論與意涵

本研究根據制度興業的理論觀點，探討行動者 ( 興業家 ) 如何運用策略，改變其

所處的制度環境。因此，本文的關注重點為置放於行動者實踐能動性之策略行動構面，

以及其與所處脈絡環境所產生的鑲嵌性，並以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者位置這兩個

構面，解構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條件，藉此整理文獻發展一個制度策略的整

合架構，來解釋制度興業家在不同情境下會如何創新不同的制度與帶動制度改變。奠

基在此整合架構下，一方面整理了先前的研究，針對每一種情境型態，針對該情境發

生的可能動機進行描述，並在該種情境型態下，以文獻上的具體案例為佐證 ( 請見表

1)，另一方面此整理也對未來研究提供了參考依據與藍圖。

表 1  制度興業策略之整合性架構的文獻整理成果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情境型態

情境描述

範例場域 &

策略行動

範例場域 &

策略行動

萌芽場域與

邊陲行動者

新之不利

資源匱乏

美國資源回收產

業

論述策略

丹麥風力發電產

業

湊組策略

萌芽場域與

核心行動者

無例規存在

老化風險

聯合國促成環保

公約的簽署

論述策略

美國昇陽推動爪

哇

聯盟策略

成熟場域與

邊陲行動者

既有結構存在

影響力侷限

美國廣播電視產

業引入HDTV

聯盟策略

法國社會責任基

金、電力系統

漸進取代策略

成熟場域與

核心行動者

鑲嵌於結構中的

行動矛盾

法國廚藝文化的

改革

範疇橋接策略

加拿大健康照護

系統的改革

法規制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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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同為萌芽場域，亦即行動者要在一個萌芽場域中創新一個

制度，此時是為一種制度形成的制度化過程 ( 亦即邊陲行動者要帶動一種新邏輯、新

治理架構的產生、或新興領域的崛起 )。只是在情境一中，行動者位處場域邊陲，此

際身為一個小型或初創的組織，通常會面臨新之不利的困境，而且經常面對的是資源

匱乏的窘境，此時論述策略與湊組策略是邊陲行動者可具體利用的策略作法，藉由論

述策略闡明新制度的優點與主張，來爭取場域成員的認同，同時亦可藉由湊組策略開

發手邊既有資源來達成新目標的實踐。相對地，在情境二中，此時行動者位處核心，

要促成一種新制度的成形，資源豐富度與否通常不會是核心行動者的主要考量，核心

行動者要留意的是老化風險是否會阻礙組織察覺新制度或新興領域崛起的機會，假若

核心行動者意識到必須有所改變時，通常其可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同樣以論述策略來

主張新制度的優點，亦可藉由聯盟策略來號召聚集眾人之力，共同創新一個新制度。

在情境三與情境四中，同為成熟場域，亦即是行動者要主導一個去制度化 ( 既存

制度邏輯的式微 ) 或再制度化 ( 新制度邏輯取代既存架構 ) 的過程。只是對於位處場

域邊陲的行動者而言，缺乏影響力絕對是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合縱連橫的聯盟策略同

樣是有效的策略行動，另外也因為缺乏影響力，因此邊陲行動者也只能以蠶食、再鯨

吞的方式來侵蝕既存制度的基礎，達到改變制度的目的。相對地，在情境四中，當行

動者是既存利益者，位處場域的核心位置時，所面對的就是一種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

矛盾，既得利益的盲點或壓力都會讓核心行動者傾向更加穩固既存制度，因此為了突

破矛盾與困境，借鏡他人的範疇橋接策略是一種相當有力的作法，可藉由第三方實務

的啟發與引進，激發成熟場域中的新興火花；另外，核心行動者通常有時會是政府單

位，因此為了積極突破窠臼，運用制訂法令、規範與政策的權力，藉由強制力量促成

改變制度則是一種不得不為的手段。

陸、結論

本文延伸制度理論，在制度鑲嵌性的制約下引入行動者所懷具之社會能動性，採

用結合兩者概念的制度興業觀點探討制度如何改變，而此趨勢也在 1980 年代末期

DiMaggio (1988) 的研究之後開始受到重視 (Hardy & Maguire, 2008; Battilana, Leca, & 
Boxenbaum, 2009; Pacheco et al., 2010)。制度興業觀點在概念上突破了傳統制度理論中

由結構所主導的同形行為與同質互動，行動者藉由策略意圖刻意展現「同」中求「異」

的行動力，去辨識不同價值、不同特徵的新制度，並積極定義新制度的可行性與好處，

藉以突破那種被視為理所當然之既有制度力量，而且在突破過程中同時需要行動者發

揮極大的毅力以及投入非比尋常的資源與努力。換言之，制度興業觀點本質上解放了

制度的束縛，引入社會能動性探討制度如何改變，而本文特別是從行動者的角度切入

探討行動者所實踐的策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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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制度興業觀點下，本文的前提認知是，興業家得以成功是因為行動者的

適應力，他們會根據脈絡環境以及手邊所擁有的資源來進行判斷與調整，進而策略性

地實踐行動與作為。因此，瞭解行動者與其所處之制度環境的鑲嵌性是重要的，建構

制度興業理論基礎的首要條件就是辨識改變與創新制度的起始條件 (Battilana et al., 
2009)，接續的核心焦點就是進一步地解構脈絡環境，並主張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

者位置是解構脈絡環境鑲嵌性的二大構面，並據以發展一個整合架構來整理制度興業

的相關文獻。此架構給予亟欲改變制度的行動者提供了指引，此架構呈現的是策略行

動者必須因應環境鑲嵌性的不同，來設計得以改變制度的制度策略，在資源上有所調

整，而沒有所謂一體適用的萬靈丹作法。

學者 Oliver (1991) 闡述在制度壓力之下行動者可以選擇不同程度的策略回應，從

默認、妥協、躲避，進而到對抗、操縱等策略類型，然而卻未指出在何種情境下，應

該如何回應。對此，本文發展出的分類架構具有脈絡敏感性，可以支持較為系統性、

且跨脈絡環境的比較，可用來區辨制度改變過程中發生制度興業現象之不同程度的影

響，而此超過任何單一的實證型文章，是為本文的研究貢獻。

然而，對此架構，必須進一步強調的是，在此四種情境中，行動者所採行的制度

策略並非獨立與互斥，有時某種策略作法可同時被核心成員與邊陲行動者所採用 ( 例
如論述策略同時出現在情境一與情境二 )，有時亦可同時適用於萌芽場域與成熟場域

( 例如聯盟策略則同時出現在情境二與情境三 )，因此此處的區分描述僅是為了進行理

論概念上的約略區分，而非實徵應用上的絕對分野。然而，我們相信行動者的策略行

動具有脈絡敏感性的特質，會根據情境脈絡環境有其不同的適用性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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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gency of 
Strategic Actors
Min-Fen T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Summar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recently become phenomena of interest 

among organizations and been regarded as a wider societal trend. Efforts to change 
institutions-such as their norms, cultural factors, customs, codes of conduct, and traditions-
face the strong power of structural inertia.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a complex 
process involving different contextual backgrounds.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strategic actors embody agency to chang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For this questi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e adopted to elucidate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notio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ombines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agency and structure-and implies that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still have 
agency space for strategic choices,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some constraint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has emerged to help answer 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 that i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presents the activities (i.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of actors (i.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who have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who leverage resources to create new institutions or to 
transform existing one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re regarded as an“analytically distinguished social type 
who has the capability to take a reflective position towards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and can 
envision alternative nodes of getting things done”. Other terms used to describe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include field makers, rule makers, strategic actors, or 
institutional designers.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ould be catalyzed by 
institutional strategy, which is a“pattern of organizational action concerned with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 fields, and the rules and standards that control 
those structures.”Said another way, the existenc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s not 
destined but is exercised by strategic actions implemented b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ctions are“as the outcome of the type of social skill that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possess 
and how that skill translate into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produce organizational 
field.”Social skills employed by actors vary depending upon what is necessary, and many 
useful skills or tactics are 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framing action,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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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aggregating interests, and etc. Thu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nd the embedded environm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When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ne must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because enabling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oul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what the actors do. The emphasis in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comprising two dimensions-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n actor's 
position within the field-to shed light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es.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emerging and mature for their field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ing field is an under-organized domain, where little coordinated 
action exists among them. In contrast, mature fields represent relatively well-structured 
configurations where there are identifiabl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domination, 
subordina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ctors' social position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into 
peripheral and central to capture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ield. Social 
posi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ight affect both actors' perception of a field and their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engage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emerging vs. mature) and the actors' social positions (peripheral vs. central) interlace each 
other into four enabling conditions: (1) periphe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 (2) cent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 (3) periphe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 and (4) cent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socially skille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who are cognizant of, 
and sensitive to,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can selectively adopt different 
means and way to craft their visions. In the first enabling condition-periphe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actors who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nd a lack of 
resources can use the discourse strategy (e.g., the for-profit recycling industry in the U.S.) 
and the bricolage strategy (e.g., the wind turbines in Denmark) to sha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ndustry. In the second enabling condition-cent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actors who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no existing rules and an aging risk can adopt the discourse strategy 
(e.g.,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the aggregating 
strategy (e.g., the Java alliance) to shape the emergence of new, global,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In the third enabling condition-periphe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actors who are constrained by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may carry out 
strategies of aggregating (e.g., the U.S.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the gradually-
replaced measurement tool (e.g., the Fren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ustry) to achieve 
legitimacy for their activities. Finally, in the fourth enabling condition-central actor in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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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actors who are embedded in the existing benefits may carry out on the strategies of 
bridging (e.g., the nouvelle cuisine movement in France) and of regulation-enacting (e.g., 
the health reform in Alberta, Canada)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This study presented 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to highlight embeddedness, revealing 
different contexts as the enabling conditions fo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t 
examined how actors execute agency when engaging with micro-leve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nge or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However,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actors in the four enabling conditions are not 
independent and exclusive. One example is that the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and framing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by both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ctors (the first and second 
conditions). The other example is that the aggregating strategy can be suitable for both the 
emerging and mature fields (the second and third conditions). The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them here is fo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not for empirical separ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trategic actions is based on sensitivity to the contex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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